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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造就中国社会

——中国教育自身的道德教化意义

毕世响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州，350007）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中国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的、完整的教化体系，并不必然要把教育人为地分解为德育、智育、体育 、

美育、劳动技术教育诸育。教育体系和社会体系互为表里，社会也是综合、完整的教化体系，教育精神和社

会精神都是教化精神，教化是针对社会所有阶层的；相比较而言，当代教育，似乎把教育给割裂了，教育体

系本身不但人为地肢解了，教育对象也从社会和国民缩小到了学校青少年，教育似乎正在失去它的道德精神

——教化。如果非得用现代这种分析型教育体系理解教育的话，现代德育得恢复教育的整体道德教化精神。

中国近代教育就是一场持续到当下的道德实践，教育造就了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也造就了教育。这才是社会

意义上的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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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是一个综合社会（整体社会），又是一个教化社会，教育体系本身就是道德教育

体系，并不在教育体系之外存在一个专门的道德教育，因为中国的教育就是教化。这个教化，

是针对整个社会的，而不仅仅是针对社会的哪一个阶层。所以，“教化”是中国教育精神的一

般概括，“教化”也是中国社会精神的一般概括。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是相互济润焦枯。又因为

中国社会的根本在于社会的文化，这个文化是包括教育在内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教育文化，

教育就是社会，不是社会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的教育精神也是社会精神，文学精神也是社会

精神，历史精神也是社会精神，科学精神也是社会精神。反过来，中国社会的社会精神也是

教育精神，社会精神也是文学精神，社会精神也是历史精神，社会精神也是科学精神。中国

自古就是政治与教育合一的精神传统，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社会越发生变化，越得在文

化与教育上寻求智慧，在这方面，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坚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

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在根本上是知识分子的教育革命，政党只是知识分子教育精神的执行者，

这样的实践当前还在进行之中，从而铸造出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文

化在中国社会是高于一切的力量，教育实际上又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最终力量；相比较而言，

西方社会是分析社会，社会的各个领域之间就像现代学科分类那样既烦琐又精细，而且泾渭

分明，从而形成西方社会的分析教育哲学精神。中国从近代以来学习西方，形成了“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教育、政治体制。西方社会当下对中国社会产生着浓厚的兴趣，西

方社会应该学习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因为中国社会不存在个人与社会对立的教育精神，也不

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任何一个领域的危机都会严重威胁社会与政府一类的问题，这是中国教

育文化之中解决当代社会危机的一个大智慧。

政（治）教（育）合一的文化教育制度

中国近代以来碰到的最根本问题是国家体制，而国家体制的根本又是国家元首。中国的

国家体制和元首自古就是“朕即国家”的王制，《诗经》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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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莫非王臣。”国家元首是天子（帝王），帝王一个人是不能亲躬天下一切事务的，于是便

设置了宰相来帮助天子辅佐天下，这个制度，法良意美，为历史所肯定。帝王掌握着最高权

力，帝王却并不能处理天下那么多实际的政务，那些实际的政务则由宰相来处理。这样一来，

帝王和宰相之间既会和谐，又会龌龊，甚至二者为敌。实际上，宰相一个人也不能处理天下

那么多实际的政务，所以，在宰相之下，又设置了处理实际政务的各个权力机构，如后代的

吏、礼、户、兵、刑、工六部。这些权力机构和宰相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关系，他们和

宰相一起与帝王斡旋，宰相就是他们的领班。中国几千年历史，帝权和相权之间总在斗争，

从权位上说，帝王占上风的时候为多，因为开国帝王总要制定一些抬高帝权、贬黜相权的制

度条文，这样一来，从夏商周到宋元明清，帝权与相权之间的距离就绝远了。周天子时代，

伊尹敢流放太甲，连那历史上声明绝高的周公都被成王怀疑，而民间知道周公的人远远超过

知道成王的人，可见宰相之一斑。到了明太祖朱元璋，还是觉得宰相权力对帝王权力始终是

一个威胁，明朝最终废除了宰相制度，以阁臣和词臣团体来瓜分过去宰相一个人的权力与事

务，后来成为这样的定制：阁臣必须是甲科出身，即必须是经过科举制度出来的进士。这样，

就形成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文官制度：帝王有决策权，文官有话语权。而那些文官都是经过科

举制度出来的读书人。吏、礼、户、兵、刑、工六部的官员，国家各个行当和各个层次的官

员，皆以科举造就。这样一来，中国的政治体制甚至国家命运就和科举制度牢牢地捆绑在一

起，或者反过来说，帝权也得架在科举制度之上。

科举制度既是独立的入仕制度，又是教育制度，因为教育培养人虽然并不必然入仕，入

仕却是读书人的责任。中国自古就是政（治）教（育）合一的传统，教育就是政治，政治就

是教育，教育从来就不仅仅是学校里面的勾当。中国文化在根本上是教育文化，中国的所有

典籍都是教化文章，教育制度理所当然是教化制度，教育培养人首先是干政。虽然科举制度

使读书有沦为利禄之途的方便，或者说，科举制度本身成为读书人沦为利禄之徒的现实，然

而，教育的光荣与高尚也体现在这里了，人的分野也在这里了。从教育本身来说，古代教育

的概念不同于现代，古代政府不在一家一户的教育上下工夫，能够进入政府学校如太学、府

学和县学浸淫的当然是绝大少数，绝大多数想读书的人，多以私塾、书院、自学或者家学为

教育形式，对个人来说，教育是个人的事情。

古代教育的某些意义在后代已经沦陷或者消失了，如教育的养老意义与教育的化民成俗

意义不但式微，竟也像“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一般的飘渺了。教育已经从道德教

化、培养道德君子转化为现代的培养知识劳工，道德已经不是现代教育的核心。现代教育似

乎把培养人才作为自己最根本的意义，而人才实际上不能仅仅依靠学校教育抟弄出来，现在

的学校教育抟弄出来的人并不能都称为人才，至少在大学本科毕业生是不能用“人才”这样

的称谓的，研究生更多的是专业化的，绝不是通才。

教育制度、社会制度与道德制度

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处于“革命”运动之中，这种革命的精神，除了中国文化固中有的涵

义以外，还有法国革命的狂热精神，欧洲革命的阶级精神，俄国革命的残酷精神。革命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以“文化”为根本，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如谜似梦幻一般的“文化大

革命”。

与日本相比较，近代中国对待王制是批判的，是革命的，日本对待王制仍然是崇拜的：

天皇万世一系。所以，日本的革命没有耗费在王制上，实际上也就是没有耗费在国家的根基

上。日本的革命耗费在国家的维新上，如明治维新就是日本从旧王制走向新王制的成功。“在

学术思想上，因有中国宋、明儒家以后王阳明理学的普及影响，化成日本民族文化的根本精

神。除了以西方的科学文明为用，仍以日本大和魂的民族文化精神为主。在国家士气方面，

因有强横霸道武士道的传统，特别容易与军国主义结合，于是一变就成为‘大日如来’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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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侵略思想。”①似乎可以认为，“政治上的天皇、思想上的中国理学、实用上的西方科学”，

成为近代以来日本的“菊花与军刀”的大和民族精神。而日本的教育精神则是“日本化的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国的革命却耗费在了国家的根基上，从清朝末年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半个多

世纪，中国的国力都围绕着新旧王制做文章。譬如，北洋政府期间，政府像走马灯一般地变

幻，真比孩童玩过家家那么儿戏。因为在根本上，中国的“家天下”的政治思想还在作怪。

按照中国的老传统，本来王制是王家的事情，与普通老百姓本没有多少干系，因为中国还有

另外一个极其稳定的老传统，那就是，对老百姓来说：谁当皇帝，咱都是他的老百姓。这就

为任何一个新王朝都省却了一番艰难的教育功夫：老百姓用不着特别的教育，自然而然地就

是你的新民。而法国革命得费尽心计才能为新的政府教育出新的公民。朱熹把“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亲民”理解为“新民”，是很有教育道理的。老百姓虽

然自古就是“老”百姓，却永远都是新王朝的“新”民。然而，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却是千

家万户的买卖，各种各样的主义与思想都由某种政治上的势力强行闯进了老百姓的门庭，改

变着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教育，如今渐渐要变成中国普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了，教育在历

史上根本就不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哲学主体人格：

帝王将相、士大夫与老百姓风云变幻起来。

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思想主要集中于“批判”与“打倒”几字真言上：批判帝制，批判

旧文化，批判科举，打倒孔家店，打倒王权。新文化教育运动的精神就表现在几个批判事件

上：废科举、剪辫子、放小脚、黜帝制。五四被西洋人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它的功劳非

常大——罪过也一样大。它奠定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批判运动。当人们说起文化大革命来，总

想起它的批判狂潮，实际上，这个狂潮的始作俑者就是五四诸文化君子。

一百年来，中国文化之中受到非难最多的可能就是科举取士制度了，废除科举制度、剪

掉辫子、放开小脚为天足，几乎成为新文化教育运动的标志，甚至成为新时代的文化教育精

神。当时和后来的文化人曾经自豪地说：我们一夜之间，废除了千年科举制度，剪掉了几百

年的辫子，放开了几百年的小脚为天足，我们取得了文化的胜利，得到了解放。一百年以后

的今天，我们似乎发现，在教育上，又走到了一百年前，我们不但没有得到解放，似乎还在

原地踏步：高考制度就是现代科举制度。我们对科举制度批判了一百年，即使在 2006年科举

制度废除一百周年之际，却没有一个象样的“百年祭”仪式——中国文化人本来最喜欢写“一

年祭”、“三年祭”、“五年祭”、“十年祭”、“二十年祭”、“百年祭”、“两百年祭”、“千年祭”

一类的文章，不写这样的文字，文化人干什么呢？文化人靠什么吃饭呢？实际上，在一百年

前废除科举的诏命下达之际，当时也没有引起朝野的波澜。

国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是相当浓厚的，从古代的科举制度到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

都是中国研究中的显学。国内外史学界已经证实了由废科举导致的士人与朝廷的传统联系的

中断，跟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不仅仅是教育本身，中国社会是铁板一

块，即：中国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的一切领域或者行当都喜欢补充、相互牵制，个人与社

会不是对立的，而是个人忍让社会，任何一个领域或者行当的危机都不足以动摇社会的根基。

中国社会就像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一样，文史哲是通的，文学家就是史学家，也是哲学家，

同样，史学家也是文学家，也是哲学家，哲学家也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中国社会的教育

精神也是社会精神，文学精神也是社会精神，历史精神也是社会精神，科学精神也是社会精

神。反过来说，中国社会的社会精神也是教育精神，社会精神也是文学精神，社会精神也是

历史精神，社会精神也是科学精神——其致命缺陷在于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相互推委，思维不

精细，产生独裁；而西方社会像近代以来的学科分类，文史哲是有严格的界限的，文只是文，

①南怀瑾，《亦新亦旧的一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年，27页。



4

不是史，更不是哲；史就是史，不是文，不是哲；哲就是哲，不是文，不是史。理科、工科、

人文社会学科泾渭分明，并且几乎各自为政。西方社会的社会功能和社会精神被人为地划分

为繁琐的领域，个人不忍让社会，更不忍让政府，社会各个领域和精神往往相互龃龉——其

巨大功劳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相互牵制，不容易出现独裁。西方社会衡量社会的指标非常多，

每个专业领域都有自己的指标，任何一个指标出现危机，都会威胁政府的执政。中国社会不

存在西方社会的社会危机指标威胁政府一类的问题，这种大思维和文化教育立场，应该是解

决当代社会危机的一个智慧。这才是西方社会研究中国文化的根本。

运动与思想：近代教育制度的道德实践

一百年前的洋务运动是我国近代以来与国际的接轨，它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五四”

运动成为其思想高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教育思想文化传统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在历史上

第一次遭到了最严重的批判，中国的落后被归于传统思想文化的腐朽。既然传统思想文化不

再能够作为指导哲学，那么用什么来接续呢？“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激进

派则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从此，“西学”进入中国，中国文化又一次融合西方文化。西

汉末年，印度佛学进入中国，是中外文化的第一次融合，形成后来中国本土化的佛学，是佛

学的中国化；而西学进入中国，在形式上更是中学的西学化。

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高潮，改变了中国的格局。教育内

容除了传统的经学（国学）外，西学成为代表现代文明的内容。西学，清末以来，凡欧美传

来之学，包括自然科学、经济、社会、政治等学说，都统称西学，主要是“科学，民主，自

由，平等”等概念与内容，最后形成古今东西文化的交汇。

从清朝末年到建国，教育运动经历了若干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演绎：

洋务教育思想——务采西学，改革科举，建立新学，中体西用，留学教育，科学教育思

想和制度。

改良教育思想——教育为本，引进西政与西体，改革旧教育，建立新教育制度如“壬寅

学制”和“癸卯学制”。

辛亥革命教育思想——革命而非改良的教育主张，建立新式学校，刊行革命读物，确立

民国教育方针，公布“壬子癸丑学制”。

复古教育思想——孔教会，尊孔，读经，忠孝节义，智识技能，道德实利尚武教育为体，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五四”新文化教育思想——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白话文运动，新文化启蒙，

学生爱国主义运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并列，以美育代宗教，

反传统，打倒孔家店。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教育思想——义和团运动和捻军虽然不是教育运动，却具有深刻

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如反对洋教洋学堂，这是民族教育思想的民间逻辑。

农民教育运动——在中国革命的早期，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着手于农民运动，那

是对国民的教育，是“唤醒民众”的教育精神。那样的精神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时代，奠定了

“中国近代教育是社会教育”的教育形式。作为对比，“中国古代教育是道德教育”，“中国当

代教育是学校教育”。这是中国教育的根本形式。

生活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活动。“社会即学校”的思想在毛泽东时代有了政治性的

大发挥，形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也是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时代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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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运动和平民教育运动——以晏阳初为首的河北省定县的平民教育实验区，梁漱

溟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俞庆棠等人的江苏无锡江苏民众教育学院（后改称江苏教育

学院），由此渐成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三大中心。

民众教育——国民政府的制定了“民众教育馆”制度，在各个地方（最基层到乡镇）成

立民众教育馆。如江苏徐州民众教育馆馆长赵光涛制定的民众教育施教原则为：自教教人，

自养养人，自卫卫人。使命是：“唤起民众，训练民众，组织民众，使民众自教、自养、自卫 。

即“从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三种教育方式去促进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之实现”，以达到

“实施生计指导，以救济徐海农村，发展徐海地区的生产力；实施公民训练，以促进徐海农

村的组织；实施语文教学，以提高徐海农村的文化水平。”①

大学教育系的教育学体系——在大学的教育系，教育学者更多的是以西方的教育学为教

材，如赫尔巴特教育学，夸美纽斯教育学，杜威教育学等。

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体系——1927年的土地革命、瑞金政府、井冈山时期、陕北根据地等

教育实践。其中心思想是：文化教育是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即中国化的马克思“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这也是建国后教育思想的根本。

日伪时期的教育——多种政权和教育文化的混合。在日本占领期间，一个地方往往有几

个政权存在：日伪政权，国民党政权，共产党政权，每个政权都有自己的教育体系。

传统教育——私塾和改良私塾，以传统文化如《四书》《五经》为教育，以学田、家族和

守旧绅士为教育之支撑。

教会教育——西洋文化和教育在中国的传播。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当中的一个特殊因素，

也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一个主动“外遇”和被动“外遇”，使中国文化教育有了一个新血统。

留洋教育思想——中国知识分子到外国接受教育以后，把外国教育、文化、思想、科技、

制度等等揉合在中国的土地上。实际上是中外教育思想的杂糅。

杜威等西方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在中国的遇合——西方教育家杜威、克伯屈等不但在中国

有弟子，而且亲自来到中国，传播他们的教育思想，进行他们的教育实验。其中以杜威为尤。

似乎这些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更多的在大中城市和知识分子身上影响更大一些，而在广大乡村

仍然是传统的教育思想在起作用。

毛泽东时代教育制度：社会教育与培养普通劳动者

建国后整个毛泽东时代的教育运动，实际上仍然是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相补充的教育制

度，因为实行的是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同时并行，即所谓的“两条腿走路”，教育

制度和劳动制度是一回事，这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除了全日制学校外，各类半

耕(工)半读的学校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在中国社会。在“两种教育制度”推行过程中，全日

制小学、简易小学、耕读小学同步发展，特别是耕读小学的举办，使很多适龄儿童获得读书

的机会，是今天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先声。

这个时代教育制度中的一个特色是针对老百姓的教育，其典型是建国初全国性的扫盲运

动。能够识字读书是老百姓普通获得解放的一个真切感受——因为中国老百姓几千年都不以

识字为生活方式，新中国给了老百姓一个新的荣耀与高尚。而扫盲教育是对民国平民教育运

动的时代接续，所用的教育制度如教材、教学方法都是过去平民教育运动（如平民识字运动）

的套路。

①曹良质，《赵光涛的教育思想及其社会实践》，《徐州文史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徐州市委员

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 16 辑，199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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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却走向了另外一个不归路：1952年院系调整（实际上，整个 1950年代都在调

整，并不仅仅是 1952年），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即把在民国形成的大学进行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改造，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专业化”或者叫“高等教育学院化”的高等教

育范式。“高等教育专业化”或者“高等教育学院化”就是把旧大学的一个一个学院和专业独

立出来，再把其它学校的一些老师和专业调整过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院，如南京师范学院

（即今日的南京师范大学）[1]，南京工学院（即今日的东南大学），华东水利学院（即今日的

河海大学），南京农学院（即今日的南京农林大学）等，他们本来都是原来的南京大学或者早

期的东南大学的一个学院或者一个专业。同时保留经过改造的综合性大学如南京大学。当时，

江苏省的文科力量集中在南京师范学院，理科力量集中在南京大学。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

色的高等教育典范；这些学院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都改变了“学院”名号，以“大学”自居

了，如南京师范学院即今日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工学院即今日的东南大学，华东水利学院

即今日的河海大学，南京农学院即今日的南京农业大学等。实际上是企图回复到他们当年的

身份。在本质上，现在的整个教育实际上企图回复到过去的老路上去；高等学校闹合并，甚

至在异地设立分校，形成文化教育托拉斯式，使高等学校的崇高性和学术尊严已经所剩无几，

真正斯文扫地，换来的是没有尊严、甚至没有社会责任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堕

落才是中国今天教育最严重的问题。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中国教育大致有以下几个教育思想：

1．以老解放区教育思想为教育之根本：文化教育是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教育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

2．苏联教育思想，主要是苏联教育家凯洛夫教育学的巨大影响，一直到现在，中国的教

育学体系都是凯洛夫体系。凯洛夫“五个教学环节”（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解新课、巩固

新课、布置作业）至今仍然是中小学教学的基本范式。苏联其他教育家如苏霍姆林斯基、马

卡连柯在中国的巨大影响至今仍然深深地存在于中国的教育活动之中。他们对中国教育的作

用，除了杜威以外，没有那个外国教育家可与比拟。

3．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

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①“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

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中国教育的根本。这是政（治）教（育）合一的典范。

这是毛泽东时代教育培养人的根本：培养普通劳动者。教育是社会教育，而不仅仅是学

校教育。这种培养人的途径和教育的涵义是不同于今天的，学校教育只是一个初步的培养，

社会教育才是根本途径，所以，才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社会教育。极

端者如：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要求各行各业都要以本行为主，兼学别样，“学生也是这样，以学

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①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运动在大方向上是教育和其它一切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用

[1] 1952 年 7 月，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

方针，进行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按照华东区的院系调整方案，南京大学、金陵大学两校校务委员会举行

联席会议，分别组织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农学院和南京师范学院建校筹备委员会。南京师范学院以

南京大学师范学院和金陵大学教育系、儿童福利等系科为基础与上海震旦大学托儿专修科、广州岭南大学社

会福利系儿童福利组、南京师范专科学校数理班合并改建而成，院址设于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现南京师范

大学随园校区）；南京师范大学前身可溯源至清末两江总督张之洞 1902 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后经两江师范

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时期.1949 年 8 月,更

名为国立南京大学。（ http://www.njnu.edu.cn/xxgk）
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 385 页。
①《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下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50 页。

http://www.njnu.edu.cn/xx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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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话语话来说，实际上就是教育的中国化或本土化建构。以“运动”教育的根本实践形式。

毛泽东所发动的一切运动，实际上都是对这个人们的教育，所以，都可以理解为“教育运动”，

那个教育是社会教育。是对民国教育家如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教育思想的政治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制度：学校教育与培养人才

改革开放到当下的教育，其特征大致有以下几个：

1．教育从培养普通劳动者到培养人才

“1985年 5月 15—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5月 27日正

式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第 10稿）》，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

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要求我们不但必须放手

使用和努力提高现有的人才，而且必须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九十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

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这一教育方针，改变了 1958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所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教育方针。在这个《决定》中中央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

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这是中国教育的新历史意义，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到‘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道

德、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建设，到邓小平时代的人才观、素质观、国家发展观。

中共中央、国务院 1993年 2月 13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由

‘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轨道。’具体规定了 90年代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

的主要任务，素质，素质教育和人才的思想，成为中国教育的新方针。”

2．教育的法制化

“后来，国家又通过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如 1986年 4月 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又陆续通过了一系列法规：《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高等教育法》。这是中国教育里程碑式的变化：法制化。”②

3．教育从社会教育演绎为学校教育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实际上是秉承民国社会教育运动的传统，而又在他老人家的雄才伟略

下，把教育运动和国家命运一体化的实践。这样的智慧和德性境界不是一般的人能够达到的，

因为那是一个哲学家兼政治家才能能够胜任的。

改革开放以后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矫正以前教育的弊病，最终把教育从广阔的社会

天地缩窄到了学校门径里面。也就是，把教育培养人塑造为学校培养人的教育模式。可能现

在的教育面临着一个根本问题：教育是培养人才吗？或者，人才只由学校教育培养吗？

4．教育的基本格局仍然是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格局

“中国教育在今天的体系和格局，并不是现在创造出来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具体

实施的学生守则，教育机构，在‘一五’期间就形成了，甚至教育的一般格局，都是在以前

形成的。”①譬如，一个地方的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的格局，都是按照

②毕世响，《教育史诗独白——国民社会教育体系诉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年，259 页-260 页。
①毕世响，《教育史诗独白——国民社会教育体系诉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年，2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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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教育格局建立起来的：1978年 6月 6日国务院转批教育部《关于 1978年高等学校和

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即恢复高考；同年紧接着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修

订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

无论毛泽东时代，还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教育的传统根本没有变化：政（治）教（育）

合一。教育仍然是意识形态，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第三产业或者消费事业。

中国社会时下发生着质的变化，其意义不亚于新国家的成立，因为几千年来的农耕生活

方式在这个时代经历着巨大的折磨，既要现代化，又要保持中国自己的文化教育意义。在历

史上，儒学、佛教和科举制度使中国成为亚洲文化教育的宗主国，看来，中国的教育思想很

可能要走回头路。既要回复古代的教育制度，又要回复民国的教育制度，还要回复毛泽东时

代的教育制度。

教育精神下的知识分子道德精神

教育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是最紧密而微妙的关系，在根本上说，教育制度总是由知识

分子来完成，知识分子也是由教育造就出来的。至少知识分子要执掌教育的一半权力，不管

他们的身份如何。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的士人，近代的教育制度造就

的是知识分子。旧中国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思想，把知识分子和教育演绎为中国革命。

不说清楚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不能说清楚中国教育的命运。

民国教育实际上是知识分子一手造就出来的。

实际上，知识分子造就的还不仅仅是教育。

中国近代的路子是知识分子找出来的。

似乎是这样的事实：今天的文化教育，尚不能和上个世纪民国时代相提并论。“五四”成

为知识分子的骄傲和羞愧，骄傲的是知识分子曾经以他们的情怀、境界、人格和学识，开启

了一个时代；羞愧的是，那样的荣光不属于当代知识分子——尽管都是知识分子，当代知识

分子没有那样的德性和智慧，这使得当代知识分子几不配称为知识分子。上个世纪民国时代

钻山沟、泡农村、溜边疆的知识分子最终开启了时代，他们才是中国革命真正的领导人，他

们开启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无论是中国国民党政府下的革命，还是中国共产党政府下的

革命，都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学术运动的变形和延续；上个世纪人民时代六、七十年代的“文

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上个世纪民国时代三、四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平

民教育”、“民众教育”、“新生活运动”之间不是断裂的，这两个不同政党形式下中国人的运

动，都是同一个实质：教育，准确地说，大教育。教育，是由知识分子运动的，教育又运动

着知识分子。

上个世纪人民时代钻山沟、泡农村、溜边疆的知识分子，还演绎着民国前辈知识分子的

文脉，成为人民政府文化教育的主体。知识分子命中注定就是一个不得安宁的丐帮和运动员，

或者像跑码头的跑马卖解走江湖的。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使知识分子的“丐帮”和“运动员”

风采淋漓尽致地露了一手又一手。

当代知识分子生活得很没有味道，在生活之外寻找生活的味道，有一种沉重的轻松，没

有家园、没有根基的轻松，仿佛失去了人的意义，颇像行尸走肉。根源在于知识分子不知道

“我是谁？”“ 我做的一切有什么意义？”为名忙，为利忙，都把人忙死了。刚刚摆脱了清苦

生活的当代知识分子，又沦落风尘，在沉沦一般的生活方式之中寻找着慰籍，用死掉的人和

活着的人、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各式各样的理论、学说、话语、术语，甚至咒语，把自己从头

发梢武装到牙齿，以掩盖自己本不应该空虚面目——当下坊间隆起各种各样的生意。我们把

自己的灵魂，就交给了生意，生意人是时代的英雄，经济学是时代的思想家，舜若浮士德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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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交给了魔鬼。知识分子已不会说话了，中国知识分子不会说中国话，尤其不会说自己的

话，因为知识分子的灵魂已经典当、抵押了出去，换成了“科研成果”——那就是一篇一篇

的论文，一部一部的专著，再把“科研成果”换成帽子、房子、票子、车子、面子，“五子登

科”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新科举意义。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作为像义和团运动，博士

硕士无疑是义和团师兄，博士硕士论文，当然是义和团刀枪不入的咒语。

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教育运动的道德精神施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和“农民运动”路子。

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走的是“乡村建设”路子。

民国教育，走的是“乡村教育”、“平民教育”、“民众教育”的路子。

建国后的教学（教育）思想，是老解放区（山沟和农村）的教学（教育）思想。

文化大革命，是教育运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乡村教育”的时代发展。

总之，中国革命，在满清政府完结以后，走向了乡村，这条路一直走到 20世纪 80年代

以后的改革开放；而在改革开发以后，农村荒芜了起来，农民命运自生自灭起来。

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话题是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模式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国现代化

并没有新思维，仍然是这个老套路，这和“中国特色”的理论相悖，就使得国家建设具有几

分新洋务运动的性质。农村，在这种思维下，彻底边缘化了，中国的农业社会本质在这种尴

尬之下越发凸显。

“农村包围城市”是“农村”或“农民运动”思想，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就已经奠定了中

国革命的性质。海丰彭湃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共产党

在瑞金、井冈山和延安革命，都是农民运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国大地上轰

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建国方略。

中国近代的“乡村”思想，滥觞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是“教育救国”。

教育，是作为国家命运来对待的方略，这个教育的核心是“唤醒民众”，即教育民众，也就是

使民众觉悟。

可以如是概括民国教育思想：社会建设，民族再造，文化复兴，教育救国。

社会建设的根本是乡村建设，因为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中国文明是农业文明。抓住乡

村就抓住了社会根本，这个根本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中国社会在这个时代正遭遇着历史

上最沉重的折磨：农耕文明的现代化。很难说我们的社会产生了新道德，因为我们的农耕文

明性质并没有被颠覆，一般民众的生活方式还是几千年以前的生活方式，农民的根本生活手

段还是体力。道德是一种实践哲学，中国农民的体力劳动，既是生活手段，又是道德实践，

这是最符合实践定义的哲学活动。[1]那么，道德和道德教育就得在这样的生活逻辑上说话。

民族再造是恢复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辉煌。民国时代，中国与东西方世界经历着曲折的

遭遇，甚至有亡国之虞。所以，那时最大的现实是民族再造，实际上也就是恢复民族尊严。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儒学、科举制度和佛学，使中国成为东南亚的文化宗主国，

即使今天，在东南亚的发达国家里，都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子，嗅到中国文化的气

[1] 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实践是“是人对于可因自身努力而改变的事物的、基于某种善的目的的行动

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之《译注者序》，商务印书馆，2003年，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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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当代，欧洲形成了共同体，古代，东南亚以中国为文化宗主国而形成了共同体。新时代

的亚洲发展和中国发展，应该回复昔日的共同体文化圈。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宗主国，在人类

的新时代，应当有更大的作为。

文化复兴是用中国文化复兴民族和国家，也只有中国文化才能复兴民族和国家。世界四

大文明古国，惟有中国这样流传下来，这正是文化的力量，道德的力量；新中国的文化大革

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文化的实践，也是对整个人类文化的一个国家变革的尝试，带有理

想国的意思。可能后现代文化思潮，使中国文化再次崛起有了一个机会，因为后现代思维走

向了中国文化固有的直觉思维和超验思维。

教育救国实际上更是学术救国，思想救国，教育是作为国家、民族和文化意义上的思想，

譬如，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寻找的道路就是教育中国人的道德实践；中国文化是教育文化，

所以，“教育”是大概念，在毛泽东那里有着整个人类的思想和历史的意义，国家一次一次的

运动，都是对人民的教育实践活动。当下的教育已经被窄化为仅仅是学校教育、甚至是班级

学习的意思。教育和青少年学生以外的人了无教育关系，只有供养青少年上学的关系。

这四个方面就是中国的教育道德，或者教育精神。

这样的大教育思想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教育思想，与文化大革

命这种教育思想相对应的一个活动，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工、

学农、学兵。乡村，再一次成为教育的核心，革命的核心。知识分子，再一次成为革命的学

生。另外一个重大教育实践活动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

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

位。人民公社最开始是从农村实践起来的，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将来城市也要搞公社，学校、

工厂、街道都办成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国家就组成一个大公社。人民公社是一个理想国色

彩的社会教育实践，是人类历史上的绝特实践，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大概都不敢这样来实践。

这不免使人想起梁漱溟先生在山东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是以“乡农学校”、“村学”

和“乡学”为教育形式的，同时，“村学”和“乡学”也是社会结构。乡农学校的组成分子，

就是全乡社会的人，其目的是要化社会为学校，可称之曰“社会学校化”。 它是以教为主，

以政、养、卫副之，村学、乡学是以教统政，村学、乡学那样的组织代替了村、乡的行政职

权。乡农学校是乡村建设的基础组织，也是乡村建设运动工作的基点，它的性质是用教育的

精神来完成乡村建设的使命，以教、政、养、卫四方面来实践的。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所走的“农村”道路，就是从知识分子那里学得的。在革命的早期，

中国共产党走的是“城市”道路，并且乐此不疲，但是，革命实践说：此路不通！于是，共

产党的领导人从陶行知先生的乡村教育、晏阳初先生的乡村教育、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等

乡村运动中，悟出了中国革命的方向。[1]建国后，中国革命继续走在“乡村”的康庄大道上。

改革开发后的今天，中国革命拐了一个弯，这个弯恐怕拐得不对，至少拐得太急了。

中国革命就是沿着知识分子的学术路子发展下来的。其中，教育和教育家是轴心，而毛

泽东则是教育家中的教育家，他的群众思想是民众教育的贯彻。中国革命可以还原为教育运

动，进一步说明中国文化是教育文化。

考察中国近代的文化教育，真正的路线是两条：一条是乡村建设运动，一条是学院思想。

乡村建设运动以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俞庆棠、高践四、瞿菊农等为代表，这条线对学

[1] 毛主席还常说，他开始研究东西也是先搞一个方面没有通就钻进去，先把这方面搞清楚。“五四”以后，

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

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

搞乡村?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

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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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有统摄作用。当时和后来的其他知识分子如吴文藻、费孝通、刘百川等人，都是在中国

的田野进行研究，那样的研究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命运，费孝通在这方面成为集大成者。中国

今天的建设，特别是乡村建设，费孝通的思想是直接的；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晏阳初的教

育实践，不但是中国的经典，而且成为全人类的精神；学院思想则以蔡元培、胡适之、吴贻

芳、陈鹤琴等为翘楚，科学、民主成为中国一百年不变的道德精神。即那时以教育研究为中

心的“乡村建设运动”，那时知识分子的教育筹划，最后成为中国革命的方向。那才叫学问与

道德呢。

那个时代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走的都是教育之路，特别是地方知识分子，都以办教育

为务，地方名流和道德楷模大率皆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精英，道德表率。

正是在那样的时代，长成了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奠定了文化教育之向往。知识分子也

在那样的时代发生了分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发生了一次文化上

的分野，大陆、台湾、香港、海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田野。这四个田野的知识分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历练着不同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从个人物质生活

上说，大陆知识分子一言难尽，从国家、民族、社会、文化、教育、政治诸意义上说，大陆

知识分子群体才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

这个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以科学技术为使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直接带来经济

利益，在经济时代科技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红人”。这样，知识分子又发生了分野，科技知

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成为两个“专业概念”。科技知识分子由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边缘地

位上升到经济时代知识分子的核心地位，人文知识分子则从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核心地

位下降到经济时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地位，这是意识形态的霸权已经让位给经济利益霸权的生

动体现。相应地，教育思想也从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思想转化为经济时代的人才思想，教

育，成了“培养人才”，甚至，教育，只是培养人才。这里面包涵着值得疑问的现实：人才只

是由学校来培养吗？在学校教育以外，不培养人才吗？学校，或者，教育能够完全培养人才

吗？

今天所说的教育，是国家制度化的教育，不是自然化的教育，似乎也不是社会教育——

既不是民国期间的社会教育，也不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教育。

在此经济时代，知识分子群体已经上升到很高的地位，然而，似乎没有这样一个势头：

出现一个蔡元培、胡适之、陶行知、晏阳初那样的文化圣人或社会导师。他们在我们这个时

代，只像烟圈一样吞吐于知识分子的嘴上。这些年，学术届几乎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知识分子

都炒了不止一遍，而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一个一个都被拎出来炒得发糊发焦，从他们身上榨

出一桶一桶的油，拿回家炒菜、点灯、发动自己的摩托车、汽车和飞机。那些可怜的前辈似

乎应该有比炒菜、点灯、发动摩托车、汽车、飞机更大的用处。不知道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在若干年以后，后辈知识分子会有多少人把我们拿来又炒菜又点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又炒

菜又点灯的价值；不知道我们身上到底有没有油水可榨取，也好为我们的后辈发动摩托车、

汽车和飞机。

过去的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体系之中，被知识分子耍弄得有点像古代祭祀

的刍狗，现代给死人烧的纸钱、扎的纸人、纸马、纸房子、纸轿车一类哄鬼的把戏。怎么理

解这样的哄鬼文化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心里只有鬼，所以把神也都当

成了鬼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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